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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不确定性的形成、测度及其影响研究

李　华　宋　帅　刘金东

摘要:近年来,税制的频繁调整和征管力度的刻意操控都使得税收不确定性的问题日益突出,税收不确定

性严重影响了营商环境的稳定公平.基于此,通过梳理国内外税收不确定性的相关文献,从税收政策和税

收负担两个不同口径总结和评述税收不确定性的概念界定、形成原因、测度方法及其影响,进而通过对比

国内当前的研究空白和相比国外已有研究进展的不足,提出未来在研究对象界定、测度方法选取、影响机

理求证等方面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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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７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要改善投资和市场

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诸多营商环境要素中,税收是感受最直观、成本最突出

的一项,税收的不确定性也直接影响到了营商环境的稳定和公平.近几年,由于“营改增”、征管体制

改革、个人所得税修订以及各税种正式立法等改革事件集中发生,２０１３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独立或者

联合下发的政策文件就达到了１３２０个,仅２０１６年一年就有２４２个,几乎平均每个工作日下达１个文

件.另一方面,中国税制设计往往“宽打窄用”,留出足够的征管空间,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操纵税收征

管力度以实现特定的经济或者政治意图①②③.中国密集的税制改革和宽裕的征管空间都会带来税

收不确定性问题,这不仅损及税收法定主义,也会反作用于企业投资决策和宏观经济发展.近年来,
税收不确定性的问题不仅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④⑤⑥⑦,也引起了不少企业的广泛关注.例如

２０１７年３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向G２０财长联名提交«税收确定

性报告»,呼吁提高税收确定性程度,该报告基于７００多家跨国企业的调查显示,６０％的企业和８０％的税

务管理者均认为税收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跨国贸易和投资,恶化了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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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目前针对中国税收不确定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虽然已经出现,但对于税收不确定性的

界定莫衷一是,主要可分为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税率不确定性、征管不确定性和税负波动等多个方面,
对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也多局限于国际贸易和投资层面.在此背景下,如何清晰地界定和测度中国

的税收不确定性程度,以及全面考察税收不确定性对微观决策和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就成为一个亟

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甘行琼等对税收不确定性做了一个相近的文献综述,认为国内税收不确定性的

研究相当匮乏,故而该文只是梳理了国外研究进展,以及提出对国内研究的思想启示①.虽然国内相

关研究不够聚焦,但在数量上已然十分充足,因而,文献梳理应该兼顾中外两个方面,并以中文文献为

主.在概念界定上,当前研究可划分为“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和“税收负担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并以之

作为贯穿整个文献综述的支柱性概念,对两类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做详尽的对比分析和成因梳理,对
税收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投资也并未局限于影响机制和渠道,而是从投资数量、投资结构和投资时机的

决策形式上梳理不同的影响表现,指出了作用渠道和决策形式的一一对应.整体来看,国内对税收不

确定性的影响研究较为充分,但在内涵层次界定、形成动因分析、测度方法选取以及微观层面影响等

方面仍有较大的可拓展空间.
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理论层面来看,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构建了税收不确

定性的分析框架,以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和税收负担不确定性作为整个不确定性研究的支柱,界定了税

收不确定性的内涵和成因,并系统总结了税收不确定性测度方法,进而详细研究了税收不确定性对微

观决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现实层面来看,无论是税收政策不确定性还是税收负担不确定性都关乎

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行为,也会给企业决策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未来如何规范政府行

为,合理控制税收不确定性,将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税收不确定性的界定

税收不确定性最早源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确实原则,要求每一位纳税人应负担的

租税必须确定且不得任意改变,纳税人必须清楚地了解他们应当缴纳税收的方式、方法以及应负担的

税额.Santiago等认为税收确定性旨在使纳税人和政府能够对未来税负有稳定的预期,而明确的法

律框架、不断提高的纳税服务以及稳定的税收执法都是实现税收确定性的途径②.从这个角度来看,
税收的不确定性就是指税收政策变动、税收法律的模糊性和税收征管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纳税人无

法对未来税负形成准确预期的状态③.由此可见,税收的不确定性主要分为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和税

收负担不确定性两个方面.
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文献.早期国外学者认为,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涵盖了以下两个层面: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④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或政府

改变立场的可能性⑤,Baker等通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方法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了衡

量⑥.但由于经济政策范畴较广,只有聚焦到具体的某一项政策,不确定性才更加准确且具有其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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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意义.因此,开始有学者将视角固定在了税收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层面进行研究.Edmiston认

为税收政策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并通过所得税税率的波动来指代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①.David等

构建了一个税率不确定的模型,以此代替税收不确定性来研究其对退休储蓄的影响②.此外,由于关

税受国际贸易影响较大,因此许多国外学者借助于关税税率变化研究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进出

口贸易的影响③④⑤.基于中国国情,贾先川和朱甜甜将税收政策确定性定义为税收政策规定清楚具

体、没有漏洞和歧义,不仅能够为税务机关执法提供准确依据,也能为纳税人提供准确稳定的纳税预

期⑥.与之对应,税法不确定性则被概括为税收实体法法律层面高低不一、税制要素不全、税法要素

口径不一且存在冲突,税法的复杂性使纳税人对未来的预期存在不确定性也属于税法不确定性的范

畴⑦,这与Santiago等的观点一致.
由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不便于直接衡量,同时税收政策只是制度起点,开始有更多的研究者

将研究对象从起点导向转为结果导向,围绕结果性的税收不确定性展开实证研究.Santiago等将其

称之为税收负担不确定性,杨武和李升则将其归纳为税收征管不确定性,认为税收征管空间较大、执
法裁量权过宽会造成结果性的税收不确定性,为了完成税收任务或者为了抵消经济波动带来的税源

紧缩问题,税务机关会相机调整征管力度,从而带来纳税人不同年份之间税收负担的纵向不确定性.
甘家武等将其称为“税负波动”,其本质也是税收负担不确定性⑧.陆猛和吴国玖、贾先川和朱甜甜等

学者的研究认为,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和税收征管的可操作性都是造成税收负担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偏向于宏观不同,税收负担的不确定性则兼具有宏观和微观的二元性.已有学

者如杨武和李升分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和国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宏观层面的税收负担不确定性问

题⑨,也有学者是从微观企业层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如Devereux通过调查访谈研究了企业层面公司税

的税收不确定性.
梳理以上文献发现,国内外研究对象仍然较为分散,对于税收不确定性的内涵界定也没有形成共

识,分为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税率不确定性、征管不确定性和税负波动等多个不同表述.除了概念上

较为分散以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并不聚焦,既涵盖微观也涉及宏观且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宏观层面

的税收不确定性和微观层面纳税人的税收不确定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并不是简单加总的

关系.特别是在中国税收征收任务的语境下,为了保持税收平滑,可能会通过“藏税于民”、征收“过头

税”等方式调节税收收入规模,从而让企业税收收入出现逆周期特征,当宏观层面税收较为平滑、不
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时候,微观纳税人层面的税收波动反而较大,出现了“宏观确定性下的微观不确定

６７１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dmistonK．D．,“TaxUncertaintyandInvestment:ACrossＧCountryEmpiricalInvestigation”,InternationalCenterfor
PublicPolicyWorkingPaperSeries,atAYSPS,GSU,２００１,４２(３),pp．４２５４４０．
BrownD．C．,CederburgS．,ODohertyM．S．,“TaxUncertaintyandRetirementSavingsDiversification”,Journalof
FinancialEconomics,２０１７,１２６(３),pp．６８９７１２．
HandleyK．,“ExportingunderTradePolicyUncertainty:TheoryandEvidenc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

２０１４,９４(１),pp．５０６６．
HandleyK．,LimãoN．,“TradeandInvestmentunderPolicyUncertainty:TheoryandFirm Evidence”,SocialScience
ElectronicPublishing,２０１５,７(４),pp．１８９２２２．
FengL．,LiZ．,SwensonD．L．,“TradePolicyUncertaintyandExports:EvidencefromChinasWTOAccession”,NBER
WorkingPaper,w２１９８５,２０１６．
贾先川、朱甜甜:«增强税收政策确定性的路径探析»,«税务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陆猛、吴国玖:«从税法不确定性视角探讨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税务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甘家武、龚旻、张鑫:«财政分权对税负波动的影响:基于地区间税收竞争的视角»,«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杨武、韩郦瑶、李升:«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基于OECD成员国的实证分析»,«国际税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DevereuxM．,“MeasuringCorporation Tax UncertaintyacrossCountries:Evidenceform aCorssＧcountrySurvey”,

OxfordUniversityCentreforTaxationWorkingPaper,２０１６．
田彬彬、陶东杰、李文健:«税收任务、策略性征管与企业实际税负»,«经济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性”.刘金东和冯经纶的Divisia指数分解分析发现,无论经济波动如何,税收始终保持超GDP增长

的平稳态势,多种能够促使税收增收的内在因素不断变动,但结果始终稳定,表现为税收增长的平滑

性和规则性①.在经济较好的时候,税收增长态势易于保持,但一旦经济形势受到冲击,宏观税基不

能支撑税收原有的增长轨迹,依赖于强征管来实现税收收入平滑将导致微观层面税收负担的短时上

涨,故而宏观税收平滑背后可能潜藏着无数微观纳税人的税负跳跃和波动,在确定性的表象之下是微

观的不确定性.同样地,宏观税负不确定性较大的时候,微观企业税负不确定性可能反而较小.通常

情况下,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在面临较重的税负或者由于政策变动而带来的差别税负时,将会采取避

税节税等方式减少纳税,增加收入.Alm通过引用和模拟个人及群体的动机,认为税收政策不确定性

会导致更多的ATP(AggressiveTaxPlanning)使用②.有学者便将这种影响聚焦在税收法律的制定

上,他们认为税法出于适用原则等各方面因素的度量总会留出一定的解释空间.Brok通过对这种不

确定性进行测度,认为企业会利用这种“法律不确定性”进行税收筹划,导致企业基于债务和其他税收

筹划策略之间的替代③.企业主动而为的税收筹划实际上是利用宏观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空间来寻

求微观企业税收负担的确定性.由此可见,宏观层面的税收不确定性和微观层面的税收不确定性并

不必然一致,故而清晰地界定税收不确定性的研究内涵和研究视角有其必要性.

三、税收不确定性的成因

考虑到本文将税收不确定性划分为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和税收负担不确定性,这一部分将分两种

不确定性分别阐述相关的研究成果.
(一)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成因

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成因大多是适逢改革故而导致税制多变.从中央层面来看,中国税收立法

讲求“宽打窄用”,造成税收没有被启用、暂时被减免的部分存在未来随时被激活的可能性,从而带来

了政策不确定性.从地方层面来看,中国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地区性税收

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导致地区间税收政策环境多变④.此外,由于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税收法律

法规仍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时变性特征容易给纳税人带来纳税焦虑,同样会导致税收政策不

确定性的形成⑤.杨洪从税收立法的角度出发,认为税收不确定性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税收政策

的不确定性、税法中溯及既往现象的存在、税法条款表述过于复杂抽象、一般和特别反避税条例存在

冲突以及临时性条款的存在等⑥.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除了税制要素设计本身的复杂性和可变性,
还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税种或者一次新的税制调整实施节点的不确定性造成.刘璨等认为,政策实施

节点的提前宣告能通过事前预期效应进而产生显著影响⑦.而一旦一项税收政策落地时间存在不确

定性,会让纳税人的预期模糊,如刘金东等针对房地产税的问卷调查显示,对于未来房地产税出台时

机预期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城镇家庭户主对房地产税的职能认知和对多余住房的处理选择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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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观层面的税收法制因素之外,纳税人的主观税收感知也是造成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因

素.Chetty等认为,真实世界中的税收决策环境与理论上并不一致,税收信息并不是完全充分的,决
策者要根据周边环境中凸显出来的部分信息去做决策,造成认知偏差和决策偏差①.税收凸显性的

缺乏可能是没有意识到税收的存在,或者是意识到税收的存在但不清楚征税细节,抑或者是意识到税

收的存在但选择性忽视②.正是因为税收信息不能完全凸显,纳税人认知能力又相对有限,造成纳税

人的主观税收感知与真实税收政策意图之间存在不一致性,不仅影响了税收政策的认知,也通过影响

纳税人的反应行为进而影响了税收政策的最终执行效果,这意味着税收感知过程会加大税收政策从

传递到落地实施的不确定性③.换言之,税收感知虽然不能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变动,但会影响纳税人

对政策的行为反应,从而造成税收的不确定性问题.税收凸显性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开始涌现,研究

显示,如果税收政策不确定性较弱,税收信息的凸显性愈强的话,会对个人劳动供给和消费行为以及

企业投资决策都产生愈加显著的影响④.
(二)税收负担不确定性的成因

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不同,税收负担不确定性处于链条传导的最终端,故而成因较为多元化.一是

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传导到税收负担,导致税收负担的波动;二是由于执行层面的力度变化所导致的

税收负担不确定性.执行层面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可以从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和税收竞争三个角度展开.
首先,经济周期视角的研究认为,税收征管力度的调控随经济周期而相机变动,表现出一定的规

则性和周期性特征.牛其林通过分析经济周期内税收增幅与经济增幅曲线关系发现,税收政策随经

济周期性波动呈现出相同态势的变化⑤.在经济周期内,政府将税收作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

手段,肯定税收调节的杠杆作用,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采取反周期的税收政策的安排,在保证宏观

经济稳定的同时也造成税收不确定性⑥.贾俊雪认为,税收收入规模的规则性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

和保证地方债务可持续性⑦.石绍宾等认为,中央地方的税收共享机制将导致中央、地方税收政策周

期相背离,中央税收政策是逆周期的,有助于经济平稳运行,而地方税收政策则是顺周期的,这意味着

地方性税收政策会导致经济周期的波动扩大⑧.同时,各微观主体在面对经济周期时所适用的税收

政策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范子英等发现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企业实际税率上,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

具有从顺周期到逆周期转变的趋势,并且这一转变具有持久性⑨.
其次,政治周期的变化往往是由官员更替所致.在西方国家,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稳定性早已

经被广泛认同,Julio和Yook 指出,由于不同政党可能会存在不同的政策倾向,因此多党轮流执政

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就相对较高.Pstor和Veronesi 发现选举年份的不确定性往往比非选举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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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多党轮流执政以及政府换届大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作为经济政策的

一部分,税收显然会受到政党变化和官员更替的影响,中国虽然不存在政党轮流执政的问题,但每五

年召开的党代会是政治周期中可以预期的事件①.在这样的背景下,庞伟等研究发现,在党代会召开

前后地方官员受晋升激励与风险规避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财税政策以及监察力度等都会呈现出不同

程度的波动②.同时国内学者研究表明,政治周期对于税收不确定性较多体现在官员变更上,其主要

原因在于:一方面,不同官员上任后的治理思路和努力程度不同,故而官员更替所导致的政策不确定

性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降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水平③;另一方面,新官员上任之后出于绩

效考核的目的,将采取新措施以超越前任的表现来为自己创造晋升机会,因此官员变更总是与差异性

的政策相伴而生④.
除此以外,税收竞争也被认为是影响税收征管力度进而导致税收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前已述

及,在政治周期内官员将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绩效,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同级政府任期内便会展开税收

竞争以达到目的⑤.甘家武等已经证实,由于“分税制”改革导致的横向税收竞争会影响税负波动水

平.税收竞争无序化导致地方税收政策环境难以企稳,企业面临政策不确定风险会改变投资决策,侵
蚀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同时,税收竞争会带来税收制度的变动,而税收制度的日益复杂化必然

导致税收制度稳定性的降低,使市场主体对税收制度及政策的稳定预期被打破⑥.如为了招商引资,
有的地方使用违规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减免税或者税收返还的方式进行税收竞争⑦⑧,这些都会加

剧税收的不确定性.从内涵上来说,政治周期和税收竞争的本质都是假定税收征管行为受到地方政

府的主观操控,征管操纵空间就成为国内研究税收负担不确定性的主要推定来源.遗憾的是,当前国

内实证研究主要围绕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而缺乏对税收不确定性成因的求证,这一研究空白亟待得

到填补.

四、税收不确定性的测度

同上,这一部分我们也划分为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和税收负担不确定性的测度,分别梳理当

前的研究进展.
(一)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通常,目前学界对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文本分析法,该方法测度了

中国和美国的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其方法均源自于Baker等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思路.
该方法通过主流媒体报道中关键字出现的频度作为标准以衡量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程度.不过,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文本测度能否照搬适用于税收领域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税收政策过于零

散,多个税种协调并进,而并不像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那样存在一个较为聚焦的取向性,故
而文本分析的主语很难界定.与此同时,税收政策近年来从口径上多以减税为导向,这造成新闻文本

上即使可以挖掘出改革、试点相关的蕴含不确定性含义的字词,但实际上都是公共预期中的减税,方
向上是确定的,这也不能被看作是不确定性的一部分.

在主流的文本分析法之外,第二类测度方法专门针对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以普通关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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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惠国关税税率的比值或者差值作为不确定性指标①,该处理方法的依据是关税税基固定,没有任

何减免,故而税率就是关税的最核心要素,一般国家适用的关税税率都是在名义最低税率和名义最高

税率之间取值,故而两者之间的差距衡量了关税税率的法定调整空间,空间越大,税收政策的不确定

性也就越大.由于其他税种并不具备关税类似的特征,故而该方法的普适性较差.
(二)税收负担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当前,衡量税收负担不确定性主要是以税收负担率的波动程度来表征.构建税收负担率波动指

标一共有两种数理方法:
一种是非基于规则方程的标准差法,如景明禹使用的移动标准差方法,是用过去若干年税收负担

率的标准差来衡量当前年度面临的税收不确定性程度②,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构造简单,基于过去年

份的移动标准差不仅更加符合前瞻性税收负担概念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果倒置的内生性问

题.其缺点也非常明显,任何因素带来的税负变动都将捕捉在内,这就容易让某些能够预见到的变动

部分包含在指标之中,从而夸大了税收不确定性程度.
另一种是基于规则方程的条件方差法,通过构建规则方程来控制能够预见到的波动部分,求出不

能被规则方程所解释的残差项条件方差作为税负不确定性指标,这一方法从构建思想上更能体现真

正的税收不确定性.根据规则方程构建中是否考虑参数可变的差别,又可以将条件方差法划分为可

变参数条件方差法和不变参数条件方差法.例如,杨武等构建税收征管规则方程,在方程回归基础上

基于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计算得到的条件方差作为税收负担不确定性指标,这属于

典型的不变参数条件方差法.杨武和李升则是在税收征管规则方程回归基础上利用随机波动率和

MCMC算法估计得到的条件方差作为税收负担不确定性指标,这属于可变参数条件方差法的一种.
可变参数条件方差法和不变参数条件方差法的本质差别,在于是否允许规则方程中控制变量的系数

可变,即是否控制了方程形式本身的不确定性.由于税收弹性系数等因素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

现变化,故而以状态空间的形式允许税收征管规则方程中的参数可变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两相比

较,不变参数条件方差法可能会将方程形式本身的变化部分纳入到最终的条件方差,进而计入税收不

确定性,从而产生高估的可能.

五、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

在全球格局变幻莫测的大环境冲击下,世界政治经济趋于不稳定,而税收作为政府参与经济的重

要工具更是在所难免.在研究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时,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在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上.
本文将从微观决策和宏观经济两个方面梳理税收不确定性影响的相关研究进展.

(一)税收不确定性对微观决策的影响

围绕税收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上的影响,研究最为广泛的就是对纳税人投资决策的影响,甘行

琼和靳毓将税收不确定性影响投资决策的渠道总结为预防性储蓄渠道、金融摩擦渠道、预期渠道和

实物期权渠道四种.本文认为,预期渠道并不能看作是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渠道之一.King④、
Alvarez等⑤研究者也提出“预期渠道”是基于对未来税率下调的预期,当税收的变动方向是被一致认

可的,那么这就不再是税收不确定性,只代表一种未来在预期内的税收变动.对比来看,另外三种渠

道都是从本质上阐明了企业投资行为的替代效应问题,包括企业投资与不投资之间的替代效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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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投资之间的替代效应,以及当期投资和未来投资之间的跨期替代效应.依此划分,税收不确定性

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就包括对投资数量、投资结构以及投资时机选择的影响.而三种渠道分别对应了

三种不同的投资决策影响:预防性储蓄渠道对应于投资数量决策,金融摩擦渠道对应于投资结构决

策,实物期权渠道对应于投资时机决策.
早期的研究主要针对投资数量决策,如 Alvarez等基于动态随机模型(DynamicStochasticAdＧ

justmentModel)发现对未来减税政策的预期会促进企业投资.然而,这个结论在随后的研究中却被

打破,Niemann发现税收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是模糊的,且该影响会因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包
括风险态度以及税收波动与税前现金流之间的波动相关性①.此外,研究者关于资本税不确定性对

投资的影响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②.除了风险态度等因素会干预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之外,预先做

政策宣告的税收调整和搞突然袭击式的税收调整所导致的税收不确定性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二者

对投资数量决策的影响会有所差异③.国外对于投资数量决策的研究主要将其归因于预防性储蓄,

Hanlonetal认为,税收不确定性将使得企业多持有现金以作为预防性储蓄,不确定性越大,持有现金

越多,从而影响企业资产持有的结构选择④.税收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的影响很容易体现在企业现

金流的变化上.一方面,企业基于对税收风险的预防,将会增加现金流的持有.税收政策的变化以及

税负波动使纳税人产生了预防动机,为了应对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的冲击,企业将以较为充足的现金

流应对税务稽查等纳税成本.另一方面,在税收制度的复杂化以及税收征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现金

流成为企业实现融资需求变化的内在作用机制.企业为了减少现金流出将会采取各种避税措施,满
足外部融资需求,增加公司盈利⑤,但这种不确定性所引起的融资规模的变化也具有一定的时间周期.
除了企业作为纳税人,自然人个人也可能成为纳税人,进而面临税收不确定性的问题.个人不确定性使

得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趋于复杂,并对其经济活动产生各种影响,对于风险厌恶者来说尤甚.已有研究表

明,个人所得税有效税率的波动性会显著降低个体投资,弹性大小在－００１２到－００２９之间⑥.
税收不确定性同样会影响投资结构决策.由于债权投资成本可以税前扣除,而股权投资成本不能

税前扣除,本身债权投资已经占优,未来一旦税收不确定性增大,会以风险溢价的方式进一步拉大两者之

间的成本差异,让后者变得更加不合时宜⑦.不仅如此,金融摩擦下,税收的不确定性会让长期资产面临

的风险更大,进而让股权和长期债券价格调整更加频繁,产生更多的长期资产风险溢价,相比长期资产,
短期资产的配置成本变得相对较低⑧.靳毓和文雯基于国内数据实证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发现税收

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务融资规模的影响是通过企业现金流波动引起的,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债务融资

成本,降低了企业短期信贷融资规模,对长期信贷融资规模无显著影响⑨.徐光伟等利用上市公司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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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政策不

确定性的大小与企业实体投资活动呈负相关关系,与虚拟投资行为表现出正相关关系①.
与此同时,税收不确定性还会影响投资时机决策.实际上,以上当期投资数量的选择以及现金持

有的投资结构的选择都与投资时机决策息息相关.SurethＧSloane运用或有权益分析的实物期权方

法,研究税收对投资时机的影响,认为在税收不确定性下,投资项目的价值由现金流的预期现值决定,
如果当期行使期权收益不如延期行使期权收益高,会促使纳税人选择延期投资,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投

资时机决策②.不确定性形势下税收的变动会造成企业偏离原有的均衡状态,在存在凸性调整成本

的情况下,企业只有等待不确定性下降后才能逐渐恢复到一个新的均衡路径上③.故而,税收不确定

性很容易推迟企业的投资时机选择,留足时间和空间来矫正企业的最优决策.
前所述及均为税收不确定性对于企业产生的各种影响,通过文献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影响程

度对不同地区、性质以及规模的企业而言也是存在差异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服务

业企业④.甘家武等在对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所导致的税收不确定性进行研究时发现,由税收竞争造

成的税负波动对东中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对西部地区则是抑制作用.陈德球等认为,相对

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税收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企业避税行为程度,对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作用

更为明显,这一现象在地方税收征管力度较低、具有政治关联和民营性质的企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徐业坤等认为,当面临不确定性时,政治关联企业特别是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的企业

投资支出受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更大⑤.
(二)税收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国外针对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的影响研究更为丰富,对宏观层面的影响多由微观影响延伸推导,
如Hassett和 Metcalf基于企业微观研究结果得出推论,税收不确定性会抑制社会总投资.相比而

言,国外直接研究税收不确定性宏观影响的文献虽然存在但较为匮乏,已有的宏观研究也主要围绕财

政政策不确定性,如Fatás和 Mihov基于９１个国家面板数据研究财政支出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

和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影响⑥.Bloom使用参数化模型来模拟宏观的不确定性冲击,认为经济上的不

确定性将会导致总产出和就业的快速下降的反弹,对整个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⑦.Blackwell
和Sobel使用一个精心控制的经济学实验基于双重拍卖设计检验了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配置效

率水平的影响,在该经济学实验中,他们分别设计了三种税收:确定性税收、状态概率已知的不确定性

税收和状态概率未知的不确定性税收,发现不确定性税收会造成效率损失,且状态概率未知的不确定

性税收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是最大的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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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研究倾向恰好相反,国内关于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如刘建民

等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税收不确定性对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区域效应①.实证结果表明,在参数异质性假设条件下,企业税

收负担挤入居民消费水平,而税收不确定性挤出居民消费水平,降低税收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增加居民

消费水平具有正向作用.龚旻等利用中国２８４个地级市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面板数据构建的向量自回归模

型发现,地方税收不确定性会通过投资波动扩大中国地区经济波动的程度,这一冲击存在持续五年的

时滞期,并且货劳税政策相对企业所得税政策对地区经济的冲击更大.杨武和李升通过实证分析发

现,税收负担不确定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再是单纯的负效应,而是与税负高低有关,低税负时

税收负担不确定性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只有高税负时才会产生抑制作用.朱军等采用包

含税收不确定性的异质性居民DSGE模型,将政策以及政策预期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区分开来,认为

财税政策预期不确定性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小于政策不确定性,保证预期政策确定性是宏观经济稳

定运行的前提条件②.
虽然大量文献表明税收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并从征管

以及执行的各个角度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来创造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税收环境③,但也有少

数学者认为税收不确定性具有积极影响.例如 Hines和Keen认为,波动的税收环境虽然代价高昂,
但也创造了机会④.在纳税人具有异质性的情况下,税率的不确定性显示出了提高效率的筛选功能,
给反应迟钝的纳税人带来了更重的预期税负,提高了税收系统的效率.在社会福利角度,税收不确定

性可以使得风险厌恶者增加预防动机,提高个人福利水平;同时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的风

险,劳动者将会更加努力工作,增加储蓄,从而提高了社会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初始劳动和资本

所得税造成的扭曲⑤⑥.但从目前国内外文献总体来看,税收不确定性对微观以及宏观层面的负面影

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六、总结

从全文的文献梳理来看,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在国外研究已然较为丰富,在国内的研究虽然分布

较为零散,但直接和间接研究已经蔚然形成规模.对比来看,税收不确定性研究在国内仍然存在较大

的研究空间.尤其是在中央税制改革频发、地方操控征管力度的语境下,对中国税收不确定性的深入

研究有其现实迫切性.本文对国内税收不确定性研究有四点展望:
一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基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过于强调政策制定方的文本分析而忽视

了纳税人一方的税收感知视角.文本分析对于税收政策的适用性仍然存在较大疑问,未来应当致力于税

收感知理论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结合研究.与此同时,目前国内针对税收负担不确定性的研究虽然较

为丰富,但没有有效区分宏观税收不确定性和微观税收不确定性,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未来仍然有必要实

证检验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税收负担不确定性有何区别以及两者之间有何内在关联性.
二是从研究工具来看,无论是无规则方程的标准差法还是基于规则方程的不变参数条件方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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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高估的嫌疑,未来的测度方法应该着重考虑可变参数条件方差法.当然,可变参数条件方差法

需要较强的理论作为支撑,即各个因素边际影响(回归系数)的可变性是否能为纳税人准确感知和捕

捉,如果该可变性也不在纳税人已知范围之内,将其纳入税收不确定性仍有必要.
三是从内在成因来看,当前对于税收负担不确定性成因的讨论已然较为丰富,集中形成了经济周

期、政治周期、税收竞争三种观点.其中,政治周期说和税收竞争说都以税收征管力度可控为根本前

提,故而未来应当从税收征管力度角度精确求证国内税收负担不确定性的来源.杨武和李升构建的

规则方程之中纳入了产出缺口指标,也为我们控制经济周期因素前提下精确求证税收征管力度是否

是税收负担不确定性来源提供了可行性参考.与此同时,基于“金税三期”工程试点推广和国地税合

并事件的冲击也为我们提供了税收征管力度可控程度变化的准自然实验.
四是从影响逻辑来看,税收不确定性对纳税人决策的影响主要有实物期权理论、预防性储蓄理

论、风险溢价理论三种理论观点,通过针对性的实证分析厘清国内税收不确定性的作用逻辑也应当是

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应当明确的是,影响逻辑机制分析必须以微观层面研究作为首选,宏观

层面缺乏作用机制的衡量指标,且宏观层面的影响必然是通过微观渠道实现,故而此处必须在有效界

定研究层次的基础上做影响逻辑的精确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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